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南方文物 2010·1

曹 峻 （上海大学文学院 ）

马桥文化是位于太湖地区的一支夏商时期文

化。上世纪 60、90年代曾对马桥遗址进行过两次大
规模发掘，出土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遗物①。这其中，
一批发达的泥质红褐陶罐、盆、鸭形壶等器具格外
引人注目。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认识到这批器
具的制法、纹饰、器形等可溯源至浙南闽北地区的
江山肩头弄类型文化，且认为正是夏商时期以泥质

红褐陶为代表的肩头弄类型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

区而成为马桥文化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

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②。然而，尽管马桥文
化泥质红褐陶与肩头弄类型同类器的关系显而易

见，但是究竟红褐陶的哪些部分与肩头弄类型密切

相关？二者的密切程度具体又是如何？这些带印纹

的红褐陶究竟说明了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的什

么关系？它们在马桥文化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扮
演着什么角色？本文即试着就这些问题也来谈谈马

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一. 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辨析

根据发掘报告，马桥文化出土的陶器分为夹砂

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泥质红褐陶四系。其中泥
质红褐陶系因其器表绝大多数饰印纹，因此常通称

为印纹陶，或将马桥文化的红褐陶以“红褐陶（印
纹陶）”的形式表达二者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从
胎质来看，尽管泥质红褐陶内部有颜色从橘红到紫

褐、硬度从软到硬的变化，但这些变化被看作是一
种渐变而将泥质红褐陶统归为一系③。但是，如果
认真观察马桥文化的出土陶器，则会发现泥质红褐

陶的情况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马桥文化红褐陶与印纹陶并不是简单的

一一对应关系。从上世纪 90年代马桥遗址发掘报
告所发表的完整器形来看，饰有印纹的泥质红褐陶

似乎还不够“绝大多数”，而只能是“大多数”。据
初步统计，在 68件完整泥质红褐陶器中，素面或仅

施弦纹的陶器为 26件、施有几何印纹的陶器为 42
件，二者比例约为 2︰3（表一）④，可见红褐陶中除

了大部分施有印纹之外，尚有相当一部分陶器未施

加印纹。另一方面，马桥文化中施印纹的陶器也并
非仅有泥质红褐陶一系。除了泥质红褐陶之外，大
量泥质灰陶系的觯、觚、大盆、簋、豆、三足盘等酒器
和盛食器表都印有各类云雷纹和席纹、叶脉纹等纹
样，还有一部分夹砂陶系的鼎、甗、釜等炊器亦装饰
方格纹、条格纹、叶脉纹等典型几何印纹。这其中，
灰陶觯、觚等器的云雷纹多为戳印或压印而形成的
带状装饰，可能与二里头文化有更多的相关性；而

夹砂陶系炊器上的方格纹、席纹、条纹、叶脉纹则为
成片拍印的纹饰，其文化特征与属性应与泥质红褐

印纹陶一致。因此，泥质红褐陶中既有未施加印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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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泥质红褐陶纹饰统计表

注： 纺轮有 4 件标本未发表， 此处计入 2 件未施纹饰泥质红
陶；陶拍有 1 件未说明陶质，本表计为泥质红陶、未施纹饰。

施有几何印纹 无几何印纹 小计

甗 1 0 1
大罐 16 0 16
小罐 4 1 5
中盆 0 1 1
小盆 8 7 15
钵

豆

盘

三足盘

2
0
0
0

0
1
1
2

2
1
1
2

杯

鸭形壶

盂

0
10
0

1
0
1

1
10
1

器盖

纺轮

拍

总计

0
1
0
42

1
4
6
26

1
5
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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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亦有施印纹的陶器；而印纹陶不仅包含了泥质
红褐陶，同时也包含了一部分泥质灰陶和夹砂陶。
就泥质红褐陶来说，其实际上包含了未施印纹和施

有印纹两类陶器。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前者称为
“泥质红陶”、后者称为“泥质红褐印纹陶”。
其次，从陶胎的质地方面来看，泥质红褐陶系

可分为软陶和硬陶两种类型。目前研究表明，软陶
和硬陶的区别除了颜色、硬度上存在逐渐变化的现
象之外，在化学组成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硬陶

中氧化硅的含量一般高于软陶，而氧化钙和氧化镁

的含量则低于软陶。尽管马桥文化陶工在烧造这些
不同质地的陶器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泥质红褐

陶软陶和硬陶之间化学组成的差别还是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陶工对陶器胎土已经开始区别对待⑤。
再次，从器物造型来看，泥质红陶、特别是泥质

软红陶与泥质红褐印纹陶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小的

差别。仔细观察，红褐印纹陶器的形态相对泥质红
陶而言更加丰富和多样。就罐和盆这两类泥质红陶
与红褐印纹陶共有的主要器形来说，泥质红陶器的

形态多表现为斜折沿、圆鼓腹或斜弧腹、平凹底；而
红褐印纹陶器的口沿部有斜折沿、平折沿、高领等
不同形态的变化，腹部表现为圆鼓腹、垂鼓腹、斜直
腹、直腹等多种式样，底部则多为平底、平凹底和圜
底。总体来看，泥质红陶数量相对较小、器物造型较
简单；红褐印纹陶数量相对较大、器物造型也较多
变化。追溯二者的文化渊源，相对单纯的泥质红软
陶其斜折沿、圆鼓腹的特点，可在崧泽、良渚文化中
找到相似因素，应与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传

统有关（图一）；而泥质红褐印纹
陶丰富多样的纹饰和造型特征

在本地找不到文化渊源，更多的

应该与外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或
者是马桥文化自身新创的器类。
因此，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

陶系可以初步区分为泥质红陶

和红褐印纹陶两类。其中泥质红
陶数量较少、造型相对单纯，大
概与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

化因素有关；而带印纹的红褐陶

则数量较大、造型丰富，许多形
态特征在本地区文化传统中找

不到相关因素，应与泥质红陶区

别对待。本文即将这类带印纹的

红褐陶称为“泥质红褐印纹陶”，它们不仅丰富、凸
显了马桥文化的独特风貌，更表现出与周边文化的

相关性，在马桥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二. 泥质红褐印纹陶与肩头弄类型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

肩头弄类型密切相关。肩头弄类型是上世纪 70年
代在浙南闽北山区进行调查试掘时发现的一批以

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物。调查者将试掘出土
的若干组器物群分为六个单元，分别代表从新石器

时代末期经夏商直至西周的前后发展的六个阶段⑥。
而其中年代大约在夏商之时的第一、二、三单元出
土遗物与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有诸多相似之

处，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被认为是肩头弄类型

大量涌入太湖地区的表现。但事实上，马桥文化红
褐印纹陶与肩头弄类型虽然在制法、纹饰、器形方
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在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向上并不

是肩头弄类型由南往北的单一流向，许多线索表明

还有些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自创、且由北往南传播
的。
首先从胎质上来看，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最

显著的特征就是红褐色系，根据软硬度的不同，其

色调从橘红、红褐、灰褐、到紫褐色不等，这其中，大
部分印纹陶的色调均为红色，仅少数质地偏硬的陶

器外表呈灰褐色。而肩头弄类型二、三单元的印纹
陶器亦有软硬两种陶质，“火候低者呈灰黄色或淡
黄色，质较软，反之则呈青灰色，质硬，扣之发金属

声”。可见肩头弄类型的印纹硬陶色调为青灰色，
与马桥文化以红褐色系的印纹硬陶色调不尽一致，

图一 马桥文化泥质红陶与崧泽、良渚陶器对照图

1. 小盆（马桥ⅡT922③D︰9） 2. 小盆（马桥ⅡT1032③D︰7） 3. 小罐（马桥ⅡT724③B1︰

14） 4. 小盆（马桥ⅡT1120③B︰7） 5. 器盖（马桥ⅡM102︰2） 6. 罐（福泉山 M109：24） 7.
盆（崧泽 61T9︰4） 8. 器盖（福泉山 M1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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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红褐色硬陶当具有其自身特色，似不

应从肩头弄类型传来。
再从纹饰上来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

的纹样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据发掘者
统计，马桥文化在其年代早期第 1段的地层
中即出现有条格纹、条纹、叶脉纹、折线纹、方
格纹、席纹、篮纹、云雷纹、菱格纹等纹样的红
褐印纹陶片，其中条格纹和条纹的数量最多，

其次是叶脉纹、席纹、折线纹、方格纹等⑦。在
马桥文化发展的 4期段中，这几类纹样从早
到晚始终存在，特别是云雷纹，还衍生出斜

形、蝶形、菱形等变化多端的各种样式，成为
马桥文化非常显著的一类纹样。另一方面，肩
头弄类型的印纹样式相对来说数量和种类都

少得多，其第一单元少见印纹陶、第二、三单
元印纹陶数量才逐步增多；第一单元的印纹

种类仅有条纹和交错条纹，第二单元出现方格纹，

第三单元有席纹、方格纹和方格填线纹，直至第四
单元才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云雷纹⑧。可见，马桥文
化的印纹陶不仅与肩头弄类型几乎同时出现，而且

其数量、纹样都比后者丰富得多；就云雷纹来说，马
桥文化云雷纹出现早、数量大、纹样变化多样，肩头
弄类型云雷纹则出现时间晚、数量少、样式单调。因
此肩头弄类型的印纹纹样有可能是受到了马桥文

化的影响。
除了纹饰之外，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器类与器形

更是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关系密切的重要表现。
一般认为，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大罐、小盆和
鸭形壶在当地找不到承继的文化传统，却与分布在

浙南闽北的肩头弄文化遗存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
仔细加以比较便会发现，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中仅

有罐类器与肩头弄类型的同类器相似，其他器类则

不然，且这些器类所代表文化因素的流向还可进一

步讨论。
马桥文化的红褐印纹陶罐形态多样，依腹部和

领部特征可大体分为圆鼓腹、垂鼓腹、直腹和高领
罐几种类别。这几类陶罐形态在肩头弄类型第二、
三单元中都可找到与之特征相似或相近的同类罐

形器。其中垂鼓腹、直腹和高领罐等形态与太湖地
区传统因素差别较大、而与肩头弄类型相近，且在
肩头弄类型中这几类罐形器都有较为完整的发展

序列⑨，很有可能就是由肩头弄类型北上进入太湖

地区而传播至马桥文化的（图二）。

但是除此之外，更多的红褐印纹陶似乎显示了

马桥文化向肩头弄类型传播的线索。马桥文化的圆
鼓腹罐在上文提到与马桥文化泥质红陶罐类器的

形态基本一致，有可能同样是接受了本地崧泽与良

渚文化以来的地方传统、并经马桥文化传承后影响
至肩头弄类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小盆的形态特
征亦有多样化的表现，如多斜折沿、斜弧腹或圆鼓
腹、圜底或平凹底；而肩头弄类型仅见到一类斜弧
腹的碗可与之相比，显然这类斜弧腹器形也是马桥

文化对肩头弄类型施加影响的产物。另外一种器类
是马桥文化非常有特色的鸭形壶。目前所发现马桥
文化的鸭形壶型式多、数量大，年代贯穿从早到晚
的 4个期段。而太湖以南地区，浙南肩头弄类型的
发表材料中尚未见到形态类同的鸭形壶，虽然再往

南的福建北部黄土仑类型中发现了“Ⅰ式鬶形壶”
与马桥鸭形壶类似⑩，但两相对比二者的形态仍具

较大差别；况且“Ⅰ式鬶形壶”不仅在黄土仑墓葬
中仅发现 3件、数量上远不及马桥鸭形壶，而且黄
土仑类型处于相当于距今 3250 年左右的商代晚
期，年代上是晚于马桥文化的，其在传播方向上应

该是受到马桥文化的影响。因此，马桥文化独具特
色的鸭形壶当是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并作

为马桥文化的典型代表因素而向外传播（图三）。
由此可见，红褐印纹陶的胎质、纹饰和器形虽

表现出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的相似内涵，但这其

中仅有一部分陶罐的形态说明马桥文化接受了肩

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如印纹纹饰和圆

图二 肩头弄类型影响马桥文化的因素

1. 垂鼓腹罐（江肩〈三〉2︰2） 2. 直腹罐（江肩〈一〉2︰2） 3. 高领罐（江肩

〈四〉2︰2） 4. 垂鼓腹罐（马桥ⅡT718③D︰4） 5. 直腹罐（马桥ⅡT620③F︰

4） 6. 高领罐（马桥ⅡH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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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马桥文化影响浙南闽北地方类型的因素

1. 圆鼓腹罐（马桥ⅡH140︰1） 2. 小盆（马桥ⅡH144︰3） 3. 鸭形壶（马桥Ⅱ

T520③F︰18） 4. 圆鼓腹罐（江肩<一>2︰4）5. 平底碗（江肩<三>1︰1） 6.Ⅰ式
鬶形壶（黄土仑 M3︰13）

鼓腹陶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器物的形态，均显
示为马桥文化因素流向肩头弄类型的传播方向。因
此，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中共有的泥质红褐印纹

陶是两地区文化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产物，代表肩

头弄类型因素传入太湖地区的那部分泥质红褐印

纹陶不能成为马桥文化内涵中的主流。

三. 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几何印纹陶的关系

而如果在一个稍大的文化体系下来观察，我们

就会对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有更加深入的认

识。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直至商周时期，
江南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类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

文化遗存。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李伯谦先生就将
南方印纹陶从江苏、安徽南部经江西、福建直至湖
南、广东等地的遗存分为 7区，每区又进一步划分
期别，其中之一就有马桥文化所在的太湖地区輥輯訛。
事实上，马桥文化和肩头弄类型同样都是江南几何

印纹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

与江南其他地区印纹陶遗存之间虽有差异，但其共

性也很显著。
马桥文化种类繁多的几何纹样与其他地区印

纹陶纹样几乎完全相同，从而使得马桥文化成为江

南印纹陶文化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马桥文化常
见的条格纹、叶脉纹、方格纹、折线纹、席纹等等，都
是广见于江南各地的共同陶饰纹样。当然在某些富
有地域色彩的样式上，马桥文化又与其他地区有所

区别。如宁镇地区最常见的梯格纹、赣鄱地
区的圆圈纹以及闽台地区的贝齿纹，均不

见于太湖地区；而马桥文化中最富特色的、
各式各样的云雷纹，在其他地区的数量和

样式也相对少得多。因此在几何纹饰方面，
马桥文化在有少部分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又

与江南印纹陶文化区保持基本一致。
太湖地区印纹陶的质地和色调与其他

地区相比亦为“大同之下存小异”。在太湖
周围的宁镇北阴阳营輥輰訛、赣鄱修水山背和清
江筑卫城輥輱訛、闽台昙石山和东张輥輲訛等遗址的
几何印纹陶中，几何纹样也同样施加在泥

质红软陶器具上，但其印纹硬陶大多数都

是青灰色，少见有红色系的印纹硬陶；与之

相比，马桥文化的红褐印纹陶其硬度从软

到硬大部分均为红色系，灰褐色硬陶仅占

少数。因此马桥文化印纹陶仅在质硬的陶
器色调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些微差别。
而器物组合和形态方面，尽管江南内部不同分

区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拥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器物
群，但就印纹陶器来说，各分区的几何印纹均不约

而同地施加在罐、盆、瓮等盛储器表面，其中尤以罐
类器为多，且这些罐类器大多具有敞口、折沿、鼓
腹、圜底的特点，与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的罐、
小盆在器类和形态上具有大体相似的特征（图四）。
这更加显示了太湖几何印纹陶内涵与江南地区的

一致性。
由此可见，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下来认识，马桥

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事实上是联结夏商时期太湖

地区与先秦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的纽带。正是
由于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存在，马桥文化才成为江南

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后者在印

纹陶的内涵方面保持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从江
南早期的时空视野来看，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其实

是这一特定范围、特定时段的共同地域特点。

四. 小 结

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可以分为泥质红陶与

红褐印纹陶两大类。其中以罐、小盆和鸭形壶为主
要器类的红褐印纹陶，是马桥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内

涵。细溯其渊源和流向，发现其中垂鼓腹、直腹等罐
类器是由浙南闽北的肩头弄类型向北传入马桥文

化的；而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器类以及
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

早

期

文

明

79· ·



图四 太湖地区与几何印纹陶文化各分区器形比较

1. 马桥（TⅢ︰8） 2. 马桥（ⅡJ103︰2） 3. 马桥（ⅡT825③B︰12） 4. 马桥（ⅡT620③F︰4） 5. 马桥（ⅡT522③E︰19） 6. 马桥（ⅡH230︰

1） 7. 马桥（ⅡT1120③D︰18） 8. 马桥（TⅢ︰4） 9. 光泽白主段（M1︰2） 10. 福清东张（F1︰17） 11. 光泽马岭（M1︰9）12.光泽马岭（M1
︰1） 13. 光泽浔江（采 4） 14. 光泽浔江（采 1） 15. 清江筑卫城（T18①︰3） 16. 修水山背上漠源 17. 修水山背来源头 18. 修水跑马岭

（F1T2③） 19. 清江筑卫城（T4①B︰7） 20. 北阴阳营（H55︰38） 21. 北阴阳营（Y1︰47）

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
纹陶反映的是太湖地区与浙南闽北地区在夏商之

时的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
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来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

陶与先秦时江南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内涵在纹

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着“大同小异”的特
点。因此对于红褐印纹陶，我们应将其认识为马桥
文化作为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有机组成部分

的重要表征，是更大范围内江南各地某种程度的文

化共性。而这种文化共性，便是居处于江南广大地
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质之一，马桥文化正

是先秦时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族一支的于越先民
的考古学遗存。

（本文曾得到上海博物馆宋建先生的帮助，在此谨表

谢意！ ）

注释：

① a.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
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b.上海市文物管理委
员会：《马桥———1993~1997 年发掘报告》， 上海书画出版

社，2002 年。
② a. 宋健：《马桥文化探源》，《东南文化》1988 年第 1

期； b. 陆建方：《试论马桥———肩头弄文化》，《东南文化》

1990 年第 1~2 期； c.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

1993~1997 年发掘报告》，第 373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③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 年发
掘报告》，第 118页、第八章第七节，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④ 本表统计的对象为上世纪 90 年代马桥遗址发掘报

告所发表的所有完整陶器。

⑤ a.陈尧成等：《上海马桥夏商陶器研究》，《陶瓷学报》
1999 年 9 月； b.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
1997 年发掘报告》，第 396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⑥ 牟永抗等：《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

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文物出版社，1981 年。
⑦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 年

发掘报告》，第 119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⑧ 牟永抗等：《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

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文物出版社，1981 年。
⑨ 宋健：《马桥文化探源》，《东南文化》1988 年第 1 期。
⑩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198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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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
及其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科）1981 年第 1 期。

輥輰訛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

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 年。
輥輱訛 a.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

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 年第 7 期； b.江西省博物馆等：

《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6 年第 6 期； c.江
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 年考古发掘
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 年。
輥輲訛 a.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

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 年第 2 期； b.福建博物院：
《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

（上接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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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 两木

出版社，1998 年。
② 彭适凡、许智范：《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

学术研讨会纪要》，《南方文物》1994 年第 1 期。
③ 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

出版社，2002 年。
④ 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上

海博物馆集刋》（第 4 期）。 后收入《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2 年。
⑤ a.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马承源主编：

《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 年； b.李
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八墓的年代》，马承源主编：《吴越

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 年； c.李国梁：
《屯溪土墩墓青铜器的研究》，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文物

研究》（第十一辑），黄山书社，1998 年。
⑥ a. 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

《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 b.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
纹陶遗存的分区、 分期及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

科）1981 年第 1 期； c.张长寿：《论屯溪出土的青铜器》，马
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 两木出版社，

1998 年。
⑦ 安金槐：《新干青铜器重大发现揭开江南商代考古

新篇章》，《中国文物报》1990 年第 49 期。
⑧ a. 孙华：《新干大洋洲大墓年代简论》，《南方文物》

1992 年第 2 期； b.（美）贝格立：《南方青铜器纹饰与新干大
洋洲墓的时代》，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研究论文集》，

两木出版社，1998 年。
⑨ a. 彭适凡等：《关于新干大洋洲商墓年代问题的探

讨》，《文物》1991 年第 10 期； b.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
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 年第 10 期。
⑩ 邹衡：《有关新干出土青铜器的几个问题》，《中国文

物报》1990 年第 47 期。
輥輯訛 高西省 ： 《论中原地区出土的几种异形青铜兵

器———兼论新干大墓的年代》，《文博》1994 年第 1 期；《初论
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三件镛》，《华夏考古》1998 年第 3 期。
輥輰訛、輥輶訛 （日）林巳奈夫：《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的年代

刍议》，《南方文物》1994 年第 1 期。

輥輱訛 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 马承源主编：
《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 1998 年。
輥輲訛 诺埃尔·巴纳德：《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它器物

之意义的初步认识》， 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南方民族考古》

（第 5 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
輥輳訛 李伯谦：《从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

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文化滞后”理论》，原载《四川考古论

文集》，1997 年。 后收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
学出版社，1998 年。
輥輴訛 李学勤：《谈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文化》，《长江文化

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輥輵訛 何弩：《考古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

论》，《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6 期。
輥輷訛 a.南京博物院：《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编辑委员

会：《文物集刋》（第 3 辑），文物出版社，1981 年； b.张敏：
《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

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 年；c.宫希成：《皖南地区
土墩墓初步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

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 年。
輦輮訛、輦輰訛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
輦輯訛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 高崇文、 安田喜

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 年。
輦輱訛、輦輵訛 浙江安吉博物舘：《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

物》1986年第 2期。
輦輲訛 徐长青：《江西永修发现商代青铜铙》，《南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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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

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 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

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

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

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 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

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 根

据碳-14 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 3500 年至 4000 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

代则为距今 3200 年至 3900 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

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觯、觚等饮器，而鼎、甗、觯、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 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

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 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

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 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 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 到目前

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

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 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

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

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

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

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

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

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

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 近年来， 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一文，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中数量最多且有独具特色内涵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的器类、器型和印纹的深入分析、比较，认为马桥文化中那种红褐印纹陶的胎质、器形和纹饰虽表现出与肩头弄类型相似的内

涵，但仅有一部分陶罐如垂腹罐、直腹罐类器接受了肩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器类如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

壶等以及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 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反映的是

太湖地区与浙西南闽北地区在夏商时期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

该文最后一部分内容还以广阔的时空视野，将马桥文化中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其他各分区如宁镇、赣鄱地区和闽江

流域等地印纹陶进行概略性比较后，认为在纹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大同小异”特点，是南方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重要

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共性是居住于江南广大地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马桥文化正是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

族的一支即于越民族的考古学遗存。

（彭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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